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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高能物理尽微薄之力
李政道

高能物理是我主要的科学工

作领域之一。在过去三十几年的时

间里，有幸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

有过密切的关系，经历了它的一部

分发展过程，目睹了它艰难但又成

功的前进步伐。更为荣幸的是，我

有可能亲身参与其间，尽自己微薄

的力量，和它一起谋求发展。现在，

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已经有了良

好的起步，正在稳步地发展。在这

种情况下来回顾祖国高能物理事业

发展的这一段经过，我觉得或许是

有意义的。

接触祖国高能物理的开始

我最早接触中国高能物理研

究是在 1972 年 9 月。自从 1946 年

9 月去美国后，那是我第一次回国

访问。当我和我的夫人到了北京，

在还没有见到周总理之前，周总理

就请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张文

裕教授先跟我讨论一个问题。当时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在海拔

3200 米的云南宇宙射线实验站，

利用大型磁云室获得了一个超高能

作用的事例，他们认为这一事例可

能是一个新的重粒子。那时，我住

在北京饭店，张文裕教授带了做具

体工作的研究人员特地到北京饭店

来跟我讨论，我的老朋友朱光亚也

参加了讨论。参加讨论的一共大约

有十来位科学家。

在这一讨论后不久，周总理

1972 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见李政道。他们一起谈论物理，

并同意李政道培养基础人才的建议

20 世纪 70 年代初，李政道夫妇初次回国，受到周恩来亲自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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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10 月，李政道陪同邓小平视察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

正负电子对撞机基地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和夫人。接见

时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准确

地判断或然率还需要云南站的科学

家们仔细复算。如果误判的或然率

确实是近于百分之一，虽然不能作

为新粒子发现的证据，但作为一个

新现象可能的迹象，也是有价值的。

我建议是否可以立即恢复中国的物

理学杂志的出版，把文章用中文发

表出去，加上英文的摘要。

在北京饭店讨论时，张文裕

先生告诉我，他在那年年底就要去

美国考察。我向周总理建议，请张

先生将英文摘要带到美国去，送给

美国的同行们。这样做是有用意的。

因为不久美国费米实验室的高能质

子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假使真的有

这样比质子重 10 倍的新粒子，这

完全在费米实验室加速器的能量范

围内，必然会被发现。有了这篇发

表在中国物理学杂志上的文章和英

文的摘要，中国的发现虽然仅仅是

迹象，也是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

虽然后来没有发现这种粒子，可是，

《中国物理学》等杂志得以出版，

也是一件好事。这同时说明，中国

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时候仍在从事高

能物理研究，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中国自己选定发展方案

1975 年，中国政府批准建造

一台 400 亿电子伏特（40 GeV）的

质子同步加速器（BPS）。这个计

划叫作“七五三工程”。

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决定建造

大型质子加速器，我虽然不赞成，

但仍尽力去协助实现那一方案。当

时我想到，要实现这个计划，困难

会很多。除去经济能力和决心之外，

一定要取得国外特别是美国各大加

速器实验室的帮助；同时，一定要

立刻培养加速器和实验物理方面的

人才。

当时，我考虑到，布鲁克海

文国家实验室（BNL）的 AGS 加

速器与 BPS 能区较更接近，也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于是我就与美

国能源部和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联系，安排中国考察组再去布鲁克

海文国家实验室访问。那时候中美

两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2002 年，江泽民和李政道在中国美术馆观看“艺术与科学”大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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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温家宝和李政道在中国美术馆观看“艺术与科学”大型展览

安排这样的访问，需要与美国政府

的具体管理部门能源部打交道。在

实现这一安排上，我花费了许多时

间和精力。

另外，我认为，在中国加速

器开始建造的时候，就必须立刻培

养做实验的人才。利用美国各大学

和国家实验室来进行这种培养，是

非常有利和有效的途径。于是在

1979 年 1 月我写信给方毅副总理，

提出了《关于培养高能实验物理学

者的一些建议》。在提出建议之前，

我已与美国二十多所大学和 3 大国

家高能实验室，即布鲁克海文国家

实验室（BNL）、费米国家实验室

（FNAL）和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

心（SLAC）进行了联系。这二十

多所大学都有实验组在 3 大实验室

工作。如向它们每一个小组派一二

位学者，再加上向 3 大高能实验室

派三五位学者，总数在短期内就可

达到几十位，可以满足高能加速器

建成后做实验的初步要求。经我联

系，上述二十几所大学和 3 大国家

实验室都欢迎中国向它们派遣访问

学者。很快中国政府就接受了我的

建议并立即开始了派遣学者的选拔

工作。到该年 7 月份，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和有关研究所就向

美国 5 大国家实验室和部分大学以

及欧洲核子中心派出了近 40 名学

者。因此，这些学者被称作“李政

道学者”。

创立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模式

在中国政府批准了建设高能

加速器的计划之后，我觉得，如何

建立与美国高能物理界的合作十分

重要。这种合作不能是临时的、不

确定的，必须有一定的保障。

但是，当时中美还没有建立

外交关系，而建立这种合作需要有

一定的协议作为保证。在这种情况

下，我建议请中国立即派一个做高

能物理实际工作的考察团来美国。

我征得美国能源部的同意并请斯坦

福直线加速器中心主任潘诺夫斯基

发出邀请。1979 年 1 月，以林宗

棠为首的考察团到了美国，在斯坦

福直线加速器中心进行了一个星期

的讨论。会议讨论和落实了美国各

实验室与中国合作的具体项目，能

接纳的中国访问学者及其安排。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听说

邓小平、方毅要来美国访问。会后

我便立即飞往华盛顿。结果，在邓

小平和卡特签订中美科技和文化合

2002 年，朱镕基在钓鱼台接见李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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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的同时，方毅副总理和美国

能源部部长施莱辛格签订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

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

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这样就

确定了中国要发展高能物理，要建

造高能加速器，要与美国进行合作。

为了执行中美高能物理合作

协议，我建议立即组织一个联合委

员会，由双方派代表组成，负责整

个的合作工作。经过协商，中美高

能物理联合委员会于 1979 年 6 月

11 日、12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

会议。会议地点是北京饭店。会议

分两个小组进行：一个讨论合作项

目；一个讨论专利和版权问题。据

当时的估计，大家以为合作项目是

容易达成一致的，而专利和版权问

题则可能拖延时间甚至产生麻烦。

但是，出乎预料，专利和版权方面，

经过中美双方努力后顺利地达成了

协议，先结束了会谈。

但是一个未能预料的问题出

现了。美方团长利斯表示，他来中

国的时候没有授权代表能源部在中

美双方协议上签字，只能以高能委

员会美方主席的名义签字。中方表

示不能接受，于是形成了僵局。这

时已经是 11 日晚上了。中国的夜

晚正好是美国的白天。中方坚持要

美方向华盛顿请示。我和利斯团长

反复商量，终于说服他向华盛顿打

电话。这时已近深夜，双方代表都

无意休息，等待着结果，气氛几乎

近于凝滞。部分没有休息房间的中

方工作人员就睡在会议室的地板上

( 柳怀祖和季承就是当时的工作人

员 )。终于，12 日清晨得到了华盛

顿的许可。能源部一直请示到白宫

才得到批准。当天下午，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和美国能源部正式签订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

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

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的附件》和

《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零年六

月中美高能物理技术合作项目》两

个协议。中美在高能物理领域的合

作正式开始。这也是当时在中美高

科技合作中最早的项目。

曲折的发展给予的启示

中国早在 1956 年就开始搞

高能物理实验研究了。16 年后，

1972 年我第一次回祖国。据我听

2002 年，李岚清和李政道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二十一世纪的物理学和

中国的发展”研讨会上

1994 年 10 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奠基 10 周年庆祝大会上，

方毅和李政道亲切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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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宋平到住处看望李政道

周光召和李政道在一起

说和所看到的材料，中国高能物理

研究的发展，或者准确地说，高能

加速器的建设，是经过了一段曲折

的路程的。国内的科学家把这一曲

折过程概括为“七下八上”。

这个曲折的“七下八上”过

程充分地表明，新中国在发展基础

科学研究上所走过的路是多么的不

一般。在较长时间内如此反复上下

地变动，显然对祖国的科技发展是

不利的。追究原因，可能有两个重

要方面：一是政治方面，一是认识

方面。政治上的情形，大家都知道，

不用多谈。

认识上的问题，最重要的就

是如何看待基础科学研究，如何处

理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与

科技开发研究的关系。在这个问题

上，向来有不同的认识。我认为，

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基础；要实

现经济上的赶超，就必须重视基础

科学；要尽早地培养年轻的基础科

学人才，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

学队伍。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投资也

应该是少而精，但必须保持这样的

投资。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其他的

说法，但根本的分歧之处在于，是

重视基础科学研究还是轻视它、忽

视它。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

足来比喻，想说明它们的不可偏废。

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作比喻，想说

明，粮食固然很重要，但亦不能全

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

产药材。基础、应用和科技开发要

平衡发展，这样比较稳妥，偏激易

生毛病。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

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

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而也不

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

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

不会有鱼市场。我曾写过四句话：

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

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

可缺其一。

至于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研

究，更是具有特殊性。由于中国经

济、科技水平的限制，高能物理的

发展当然应该适应各方面的总体水

平，进行战略性的发展。这样既能

使中国很快地进入世界高科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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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路甬祥到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看望李政道

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培养出一支高

科技的工作队伍，又能为今后的发

展作准备，为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建

设事业服务。

1986 年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已经展开了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 ( 简称 BEPC) 和北京谱仪的

建造工程。工程在建造过程中已经

获得世界高能物理领域的科学家

们的普遍认同和赞扬。自 1984 年

BEPC 动工开始，在短短的几年里，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工程进展迅速。

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发动中国工业界，

挖掘它们的巨大潜力，使它们成功

地制造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一流水

平的高科技成品。那时，1986 年，

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BNL)

正在进行“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机”

（RHIC）的设计和同步辐射光源

的建造，需要多种有高技术难度的

加速管，就花了十多万美元向中国

科学院高能所定购了 5 条高水平的

电子加速管。近 20 年后的今天，

有三条仍然用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

新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上。这些事

实强有力地证明，基础性的高能物

理研究是可以带动和推广应用科学

的发展和科技产品开发的。要祖国

富强，不能忽视基础科学，基础科

学必须要和应用科学、科技产品开

发有平衡性的发展。

对未来的企盼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

谱仪的顺利建成和成功运行是中国

高能物理事业发展的良好开端。回

顾中国高能物理发展这一段相当不

平凡的历史，使我深有所感。1972

年我第一次回祖国，正是“四人帮”

横行的时代，可是祖国人民能克服

这困难，积极向上，努力改善，全

国一心，才取得今日各方面的成就。

而今日祖国高能物理的成功仅是其

中一个例子。我也深觉自己的幸运，

能有机会目睹祖国最近三十多年极

不平凡的巨大变化。我企盼着，祖

国在新的百年里、在新的时代有更

好和更大的发展，祖国在物理和其

他基础及应用科学的未来更有光辉

的新成就！

                           

本文原载于 2006 年 11 月 23 日的《科

学时报》（现名《中国科学报》）。

搔痒为何会传染

看见别人打哈欠或大笑，你会

受到感染，搔痒也是如此。现在，

研究者第一次研究了传染性瘙痒的

神经基础，确定了大脑几个区域的

活动与此有关。英国的研究者给志

愿者观看在胳膊和前胸处搔痒的录

像，受试者果然有痒感，而且多数

人在受试过程中就有搔抓动作。功

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揭示组胺进入

大脑的几个区域诱导产生痒感，其

中 3 个区域与受试者的自述痒感有

一一对应关系。

研究小组在《美国国家科学院

学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网站上做了

报道。人格测试显示，感染性瘙痒

是神经质的，而不是移情作用，情

绪不稳定者对此更为敏感。

（高凌云编译自 2012 年 11 月

12 日 www.sciencemag.org）


